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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德刑关系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个由来已久的命题。关于德刑关系的讨论，贯穿了从西周开始到之后

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时期，并且见异于各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之间。其实在周以前，已经有关于德与刑的讨论
了，古人最是崇天，认为上天会根据人们行为的善恶分别对他们进行奖赏和惩罚，并且这个观念被一直延续
了下来。
此后，关于德与刑的讨论也从未间断，直到先秦诸子百家时期，到达了一个顶峰。这时，儒家和法家对于

德与刑的讨论和分歧是最具代表的。儒家强调将德治作为治国的核心思想，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
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格且耻。”[1] 然而，法家的法律思想却和道德毫无关系，他们批判了儒
家德治的观念，认为谈论前人如何如何仁义对于现实没有任何意义，管理民众是要依靠暴力手段禁止他们
胡作非为，让他们不敢为非作歹。商鞅说：“禁奸止过，莫若重刑”，体现了他们提倡刑治的立场。[2]

由于法家和儒家思想在古代不同时期都曾占领最高地位，法家理论深受秦王朝的推崇，儒学更是封建
时期的主流，所以它们的德刑观对封建中国有着浓厚的影响。思想是现实的产物，总是离不开环境。要讲德
刑思想，必须要将其摆在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事实之下，而政治制度和政治事实的变迁，就会影响到德刑
思想，使其随之改变，并且可以通过一定标准来划分时期。[3] 出于对这两点事实和规律的考量，本文试图将德
刑关系按照时期进行分类，根据各个时期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整理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德刑关系的不
同内涵及其特点，总结出其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一面，让古代的德刑思想能够与现代的法治精神更好地融合。
1 先秦时期德治与刑治理论的产生
1.1 先秦时期儒、法二家德刑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儒家学说产生于春秋时期，由享誉中外的思想家孔子创立。春秋时期，诸侯地位和实力强盛，周天子的

地位日益降低，形同诸侯。在这种情况下，各诸侯国之间竞争激烈，大国想要争霸，小国想要图存。为此，诸侯
国大多进行了“变乱旧章”的改革，在土地制度上废除井田制，在法律上确认私田的存在；在户籍制度上，为
了适应新的土地制度，保证国家的税收和兵源补充，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编制起来。经过一系列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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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刑关系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之一，论及德刑关系的政治思想甚多。按历史时期可分为三个阶

段：德刑思想的产生阶段———百家争鸣时期，儒家和法家分别对施行德治和“法治”的辩论；德刑思想的发展变化阶段———

秦至汉初时期，秦政推行“法治”，汉初的思想发展变化为德治唤起生机；逐德刑思想的渐成型阶段———汉唐时期，确立了

“德主刑辅”的主调。 传统的德刑关系理论有其特殊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呈现出道德法律化、“德主刑辅”正统化的特点，具

有丰富的现实价值和历史延续性，对现代法律的制订具有启发意义，有助于正确认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依法

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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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周王朝的社会秩序遭到了破坏，变得动荡不安。著名史记家司马迁评论春秋时期的时候说过：“弑君三
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4] 这就证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已经逐渐从之前形
成的国家形态中分解出来，原有的社会等级结构也在日益解体，即所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孔子生于
这个时代，经历了礼征乐伐的混乱和痛苦，于是提出了以“礼”为核心的儒学思想，成为儒家学说的始祖，标
志着儒学的产生。
法家学说产生于先秦的战国时期，这时的社会势态与春秋时期又有不同，战国时期是从分裂急剧地走

向统一的时期。春秋时期以来，大小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不断，伴随着各种奴隶起义和平民运动，使得原来的
一百多个诸侯国只剩下约五分之一，其中“战国七雄”最强大。战国七雄并立，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
争强，胜者为右。”战场上的成败决定了国家的兴覆，这是一场关于土地兼并的直接较量。[5]为了能在混战中
保全自己、得到好处，战国七雄先后进行了变法，原来的制度都得到改变，这就为百家争鸣的产生提供了条
件。因此，法家学说应运而生，各个诸侯国的制度改革使得法家的法治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和落实，而
“七雄”中的秦国堪称是运用法治思想的典范。
1.2 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分庭抗礼
在政治上，孔子主张德治，他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 这句话是说，如果君主自

身品德高尚，在处理政务上能够以德出发，依据其优良的品德来治理国家；在与人民的相处时，用其优良的
品德去影响民众，这样君主就可以获得民心，得到人们心理上的支持，就像北辰被众星围捧在中间。在这里，
孔子强调德治，实际上是看重德治的结果，即让人们都能通过政治上的德，在内心产生道德感的酝酿，然后
变成向善的人。因此，他提出处在上位的人本身就要有优秀的品格，然后通过以德治国来引导人民，使他们
变得有道德，并且品德优秀。
孟子的德治观点与孔子的其实无甚区别，基本上是以后者的道德良善为本。相比于孔子，孟子对人的道

德有更高的要求，更强调人的道德自觉，相信人性本善，要求人们可以秉持本心之善。不过，他也和孔子一
样，主张统治者可以做出表率，把以德治国的希望寄托在君主本身的道德水平上，着眼于道德教化的作用。
荀子开了引法入儒的先河，曾提出：“刑法有等”的观点。由此可以看出，荀子相信法对于治国而言很重

要。但是，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刑和礼的地位非不相上下也，有高低之分，礼为高，法为低。法是为了礼更好地
存在而存在着的，通过对法的运用，就可以更好地体现礼的原则。《荀子·王制》说：“礼义者，治之始也”,《君
道》又说：“法者，治之端也。”“始”代表的是开始，是起源；“端”是手段的意思，也表明了法比礼层级低的意
思。荀子还说“礼者，法之大分”，说明了二者的关系，前者对后者有指导性和根本性的作用。此外，他提出了
“故非礼，是无法也”的论点，说明不能满足“礼”的要求的“法”便不可被称为“法”。[6] 不过，和孔孟注重道德教
化相比，荀子融入了法，实现了创新。
与儒家的德治不同，法家更强调的是法治的作用，为此，他们先后提出了几个论点。首先是“事断于法”。

最早管仲提出的是封建等级法，比如君臣，他们的身份地位是依据法规定的。邓析则明确主张“事断于法”。
他说：“立法而行私，与法争，其乱也甚于无法”，明确规定了法的指令必须应用于人们的行为活动，人们也必
须依此行事。[7] 商鞅进一步提出了“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主张，尖锐地批判了奴隶主贵族“临事制刑”的立法思
想。[8]韩非重视订立法文的重要性，他认为唯一能够辨别正确与错误、真诚与虚假，进而进行奖励和惩罚的标
准在于法,“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不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9]

他的“以法为本”的观点，是“事断于法”理论的进化。其次是“重刑轻罪”。重罚轻罪是对轻罪予以重罚，在这
个社会环境如此动荡恶劣的形势下，新兴地主阶级只能通过轻罪重罚的手段，来对管辖下的民众起威慑作
用，借此巩固权力。商鞅认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人的天性是欺软怕硬，趋利避害的，如果能用严刑威慑
住他们，那是再好不过的；相反，如果不能威慑住他们，那么国家早晚会生祸端。商鞅在中国法律史上第一个
提出了重刑原则，并且规定了许多具体条款。这些法律理论和实践，都为秦国各代君主所采纳，以致直接影
响到秦朝的“法峻刑严”，为封建法制的严酷开创了先例，使秦国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势力大增。
2 秦及以后德刑关系的发展、变化与成型
2.1 秦朝对法家“法治”的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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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建立后，嬴政尝到了严刑峻法的好处，自然还是沿用秦国的“法治”观点，还让其走出去，在全国范
围内传播。法家思想的内核是“垂法而治”的“法治”理论。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法为本”和“严刑峻法”这两
个思想。
首先，“以法为本”是对先秦法家“事断于法”的继续和发展。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实践中，体会到了法的

巨大功用，因此他承袭了法家关于“法治”的思想，用于管理国家。其次是“严刑峻法，以刑杀为威”，秦朝的灭
亡就是因为秦王的暴政。《汉书·刑法志》载：“（秦始皇）专任刑罚，躬操文墨……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秦二
世当上君主以后，这种情况更加常见，并且也有加强的趋势。作为皇帝的左右手，李斯本着为人臣的本分，也
认同重罚重刑的合理性。他认为出现坏人都是因为刑罚不够重，无论在国、在家都是同样的道理。因而李斯
劝告秦统治者实行轻罪重罚，迫使人民不敢反抗，以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
2.2 汉朝时期德刑思想的演化
汉朝的思想经历了几次翻覆的变化，从汉初时的黄老道学，到儒道学派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进而演变成

帝国政治指导思想上的激烈变化。
汉初思想家和政治家虽然不喜儒术，但都承认了秦朝暴政过度的行为有违“无为”的要求，在这一点上

与儒家相仿。汉初思想家继承了道家黄老派兼采朱子学说的治国思想，同时也主张采用儒、法等家的治国思
想，以便更有效地统治天下，为此他们主张文武并用、“德刑相济”。[10]152典型代表有陆贾和贾谊，一方面，在治
国的方法上，他们肯定了以仁义德教治国可以起到分辨是非、明辨好恶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以秦为鉴，认
为治理国家就应当以仁义为本，主张把“文”与“武”，即仁义教化和法治刑杀结合起来。这里的文武结合就是
德刑兼施，在总结秦亡的原因之后，他们认为更应以德治为先，刑罚为末。
另外，《淮南子》的作者也秉承了黄老道家学派兼容并蓄诸家治国手段的思想传统，一方面借鉴了先秦

法家的重势明法思想，将法看作非常有效的治国手段；另一方面，作者十分看重儒家的仁义德治主张。因此，
他们把仁义德治视为治国之本，法制刑杀作为辅助手段。[10]155

汉武帝年少时就认为儒家思想比黄老思想更适合他的需要，于是他在即位之后，做了一系列崇儒的措
施，尤其是采取了董仲舒所说的：唯有儒学讲求“大一统”，宜定为一尊，即独尊儒术的建议，这就引起了汉朝
思想界的一次大变革———由道统转儒统。
汉武帝关于德刑关系的认识偏向于德刑兼用。如上文所提，武帝在宣传上重教化，但实际上他更重刑

罚。武帝即位后，招人修订法令，尤其重视对官吏的管理，对那些没有能力的官员，或者是尸位素餐的臣子，
都要施以重刑，使得以刑罚督责吏民成为他治国的特点之一。
在对德刑关系的认识上，董仲舒运用阴阳之道规范统治者的政策原则，提倡德刑兼备，以“德治”为主。

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意思是，天道的特点是“任德不任刑”，君主遵
循天道治国，就必须推行德治。[11] 董仲舒主张“德治”，但是他同样也认为刑罚是必要的，只要不效仿秦朝那
么严厉即可。因此，他主张二者的用量要按尺度，就像“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与刑罚，犹此也。”[11]

2.3 汉朝以后德刑思想的成型
古代大唐是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心，它的法制文明也必然是中华古法的主要成分。唐初的立

法总结了之前的各个朝代的成功经验，礼法情理互补互用。唐朝发展了“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法律传
统，礼与法的关系也发展成本质和手段的关系。将礼的规范直接写进法令，把礼当作主导，把法当作准绳。如
同《唐律疏议》名例篇所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消阳秋相须而成也。”自此以后，各个朝
代基本上一贯沿用唐朝时期已经成型的“德主刑辅”“一准乎礼”的德刑关系，这对后世影响巨大。
理学是宋朝的主流思想，其实质是唐中叶以来复兴儒学的延续。理学家关于德刑关系的思考也是继承

了儒家的传统，继承了唐代以来的“德刑兼施”和“德主刑辅”思想。在具体的治国方略上，理学家主张刚克与
柔克，德与刑兼施并用。他们以天理与中和为立足点，强调联结德政与刑政，认为这种德与刑的结合才是通
向无诉、无罚的必由之路。
首先，理学诸子相信德礼是治之本。他们把德治看成重要的政治原则，主张把礼当成基本手段，推崇德

化礼治，认为“专用刑政，只是霸者事”；但在实际中又主张刑政有用，相信如果具备道德，那么它可以被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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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之术”。其次，他们认为刑政有公平正大之体。理学诸子在现实中肯定刑政的作用，认为刑的合理性的
主要依据是天刑论，即把刑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然法则，认为刑罚也是中正的一种体现，还把刑罚看作
是具有教化功能的，“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另外，他们还提出“权时以用，严刑以威”的理论。朱熹说：“教
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诫，所谓‘辟以止辟’，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乎中。”[12] 他强调
充分发挥刑杀的惩戒功能，用刑来止刑，才叫仁爱。虽然理学诸子提出了严刑，却也不同意滥刑，因为义理是
最高的价值和追求。
明末清初时期，思想家们都在讨论君主的合法性问题，不同程度地批评君主专制秩序，提倡以民为本，

所以对德刑关系的看法也蕴含在这些民主思想之中。
比如黄宗羲，他提出注重民生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是对儒家仁义思想的传承。为此，他提出要实行仁政，

所谓仁政，必定是与德治的治国手段分不开的。再比如顾炎武，他在批判君主专制时提到，专制君主把天下
物视为自己的私有，为了使其专制统治得以稳定，只能是“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用严刑苛法统治天下，
是“事功日堕，风俗日坏”。另外，他还强调道德的地位，认为一家一姓的王朝灭亡是亡国，而道德沦丧就是亡
天下。由此可见，他是站在以“道德为本、刑罚为用”的立场上的，强调行教化的重要性。王夫之在论及民本时
分析出“宽民”、“严吏”的理国策略，且主张用重教轻刑的手段。他批判封建统治者的严刑峻法，看到当时统
治者的暴政所带来的后果，主张重德教，反对用刑罚来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虽然这个时期讨伐君主专制体
制的思想是主流，但是对于德刑关系的看法依然是沿用了在唐代成型的那套。
3 中国历史上德刑关系的特点
从德刑关系的历史发展规律不难看出，自汉武帝以后逐渐形成的以儒家德治为主、法家法治为辅的“德

主刑辅”思想是中国历史上德刑关系的主流思想，它不仅占据了汉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长达数千年的历史，
而且也在这段历史中占据了思想认识的主导地位。
3.1 “德主刑辅”和“一准乎礼”法治观的正统化
如前文所提，自从汉武帝以后，儒家是正统。尤其是董仲舒，他不仅创立了天人感应说，在德刑思想上，

还建立了以“德主刑辅”为中心的法律思想体系，这种正统法律思想形成之后，很快在封建法制中体现出来，
成为古代法治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自此以后，参与制定律法的人，将礼义规范融入国家立法之中，
赋予法律条文礼教精神。尤其是晋朝的律法，直接纳礼入法，如不敬、不道、恶逆、反逆等罪名，都因违礼而入
律。[13]自此，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的“一准乎礼”成了中国古代正统法治观的根本原则，“德主刑辅”的德刑关系
也在以后各朝代成为定论。另外，儒家的礼倡导的是一种伦理纲常，因此“一准乎礼”的原则也使得中国古代
的法治以伦理型文化为基础。这种伦理型文化是由古代中国宗法等级制度和传统文化模式决定的，古代中
国的宗法等级制度以血缘亲情为心理基础，以亲属人伦为主要内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在这样的背景
下，社会成员会首先考虑如何完成自己的伦理义务，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成员在道德准则的规定
下，试图实现宗法制度中的那种社会和谐与稳定，一味以家庭和国家利益为先，而忽视了个体的价值权利。
和古代中国将儒家道德传统作为德刑关系的基础一样，西方法学界关于德刑关系的讨论也是以自然法

这么一个至高的概念为基础的，并且自然法学派主张道德是法律的根基，这个观点与中国古代的“德主刑
辅”说异曲同工。亚里士多德是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之一，跟孔子的主张相似，认为真正的法律必须体现道
德精神，人们可以借此变得善良，从而形成良善的社会氛围。西塞罗也同样认为自然法是普遍的道德原则，
其内容是正义，体现了最高的善，所以它应该是法律的基础。这些思想家的认识都说明了一点，那就是主张
将道德置于法律至上。但是，相比于古代中国将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融入立法之中，西方法学界却没有这方
面的举措，西方思想家更多提及的是人的理性和自由，这甚至与伦理纲常背后所造成的必须要放弃一部分
个人价值的事实相互对立。由此可见，以伦理型文化作为法治背景是中国法制史的独特性。
3.2 法制实践中的道德法律化
中国历史上的德主刑辅，运用起来往往以道德法律化的形式存在。一方面从立法实践来讲，中国古代的

立法常常表现出道德法律化的倾向。例如针对“不孝”的罪行，是中国历来最常写入律法中的一项。秦律中规
定若老人控告某人不孝，情节严重至需要判处死刑的，可以立即逮捕被告，无须按照规程走，以防被告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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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表明了统治者对于严惩不孝之人的决心，这也是典型的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的道德法律化案例。另一
方面，从普遍的社会认知的角度来讲，由于以儒家道德传统为基础的“德主刑辅”的思想是中国历史上德刑
关系的主流思想，所以古人心中的“法”实际上是与“礼”和“刑”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在他们看来，即便是没有
“刑”只有“礼”，那也算是“法”。也就是说，古人们更认同“礼”在律法中的作用，所谓“推仁义而寓于法”才是
普罗大众喜闻乐见、深以为然的观点。
然而，道德法律化不是仅仅存在于古代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上的普遍问题。近代西方各国的立法实践

也体现了道德的法律化取向，比如有关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化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无论是法国法典还是
美国法典都曾规定，凡是牵涉债务关系的双方，必须以诚信为原则实行权利和义务。而瑞士的法典甚至将所
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其行为都建立在诚信的原则之上。可见，在西方的法典中，作为道德原则的诚实信用被
转化为最高法律原则，成为“帝王条款”。除了诚信以外，西方一些国家还将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等道德规范
有条件地法律化了。这种道德法律化，对于那些底线道德而言是应有之义，而对于那些较高层次的道德标准
来说，未免是强人所难。无论是好是坏，道德的法律化是古代中国，乃至世界在德刑关系的认识中普遍存在
的现象。
4 中国传统德刑关系的现代价值
以“德主刑辅”为基本论点的德刑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据思想的主导地位，这里的“德”指的是儒

家传统所弘扬的伦理规范、三纲五常；这里的“刑”是法家的“法治”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代表的是与“德”相
对立的暴力手段。这个在历史中长期积淀下来的观念，经过了中国近代社会大动荡及其与世界法治理念的
碰撞之后，擦出了新的火花，出现了新的内涵。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德治”与“法治”实质上都是“人治”的途
径，与现代社会普遍认同的“法治”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刨除这个性质上的区别之后，传统的德刑关系的
理论内涵对于现代中国制定依法治国的策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是传统德刑关系中一些具有历史延续性
的内容。
首先，传统的德治观念在理论内涵上，能够表现出一定的现实价值。无论是儒家提倡的德治还是现代法

治中所倡导的以德治国，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强调道德的社会作用，因此，传统德治的理论对于现实而
言必然产生作用。一方面，儒家倡导的德治内容有值得继承、优秀的一面，表现为爱国、孝顺、诚信等较为基
本的道德要求。这些内容不仅需要我们继承，更启发我们总结出适应新时代的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
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为国家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14] 另一方面，传统的德治也有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内容，尤其是以
三纲五常为主的违背人性的内容以及一些涉及神学的内容。这些属于糟粕的内容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反面教
材，启示我们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主体，要记住不是“治民”而是“民治”，即人
民当家做主治理国家；同时也启示我们坚持相信科学的力量，从而更加合理地治理国家。
其次，传统的“法治”观念在实践操作的角度，同样也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内容。很多历史上写入法律的一

些刑罚的程序、手法等，在现代的法律中依然得以沿用。从秦律开始就规定了定罪立案必须有三次原宥的程
序，包括诉讼程序、审讯程序和做出判决。另外，还有一些刑罚的种类也留了下来，比如死刑、劳役刑等。这些
经验对于如今的司法和执法来说，是基石一般的存在。
最后，德刑思想的道德法律化特点，也对我们现代法律的制定做出了规定。如上文所说，在中国古代，人

们普遍认同的是被道德化了的法律，并且相比于西方来说，中国古代入律的道德标准存在极端化的倾向。实
际上，把过高的道德义务转化成了法律义务，从而强人所难，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严重后果。这对我们的启示
是，法律义务的设定必须保持适当的度，这个度应该是一种“底线道德”，即它是对大多数社会成员提出的最
低道德要求，而不能超出其道德观念所能接受的最低程度。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法之时，要注重区分“愿望的
道德”和“义务的道德”的不同，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
有机统一。
5 结束语
德治与法治相统一是我国古代政治统治中的宝贵思想，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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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在进一步加强政治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形势下，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体目标，需要个体对他律和
自律有更高的要求，需要社会积极传播法律知识，正确引导善行善举，也更需要国家去进一步拓展法治体现
道德、德治滋养法律的路径，挖掘出更多更强大的法律力量和道德力量，进而达到法治与德治协同并进，营
造良好的社会德法环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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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Punishment
and their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PAN Yu, LI Qian-j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punish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political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There are many political idea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punishment. With
reference to historical period, the thought of morality and punishment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stage of
the emergence, i.e., the period of the Contention of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during which the Confucianists
and the Legalists carried out debate on the rule of mor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he thought of the morality and punishment — the Qin and early Han Dynasty during which the Qin
Government promoted the“rule of law”, and the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evoked the rule
of morality;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the thought of morality and punishment —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dur－
ing which the rule of morality was dominant and the punishment was secondary.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morality and punishment has its specific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t is characterized by
moral legalization and the orthodoxy of“morality dominant and punishment secondary”. It has rich practical val－
ue and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is instructiv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modern law. It helps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and is greatly helpful for the unity of ruling country by law and ruling
country by morality.

Key words: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punishment;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realistic value

潘誉，李前进：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德刑关系及其价值探究 27


